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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星海音乐作品的灵魂

发布时间：2008-01-16 16:12:55

  ----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 

  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论文１ 

  [内容摘要] 冼星海的一生短暂却辉煌。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创作甚丰。他的音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
族性及时代性，他一生不懈探索和追求，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星海作品的灵魂。??  

  [关键词] 冼星海；民族性；时代性 

  “星海精神”鼓舞着我们 

  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在我国音乐史上，大凡杰出的人物或成功者，对音乐事业和理想都具有坚忍不拔的
独创精神。历史一直在证明着这一点。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最感人的正是这种独创精
神。他的一生短暂却辉煌，经历传奇，业绩骄人，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热
情和生命，在雕塑着自己的个性，在守护艺术的独创性精神。 

  作曲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作品，而作曲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断的探索和出新。冼星海一生创作的大量
音乐作品，就是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进而对音乐的民族性及时代性不懈探索和独创而取得的累累成果。星
海许多传世之作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民族性、时代性，是他作品的灵魂。在中
国现代音乐史上，星海和他的音乐创作无疑是极具阐释空间的个案。 

  记得10年前的1995年，作为星海出生地的广州市，为隆重纪念这位杰出作曲家诞辰90周年，曾举办了“中
国星海音乐周”。在盛大的开幕式上，有一万五千人演唱《黄河大合唱》；由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举行
的几场音乐会，演出了星海的主要音乐作品。与此同时，50多位理论家、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参加了“95
冼星海音乐作品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李焕之、孙慎、时乐濛、孟波、瞿维等从星海的音乐创作、音乐观以及
音乐美学、音乐教育等各个方面，缅怀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不朽业绩，研讨他在中国音乐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
用。笔者也以《冼星海的艺术实践和音乐家的良知》为题发言，畅谈了学习星海音乐创作的一些体会，拙文写
道：“是时代的感召，唤起了音乐家的良知，启发了音乐家的灵感。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使他的人生闪耀着
灿烂、绚丽的光彩……。”笔者还有幸受这次研讨会组委会的委托，在研讨会闭幕式上做了题为“星海精神鼓
舞着我们”的总结发言。我在发言中提出，这次研讨会为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冼星海同志在短暂的人
生旅程中，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出一种‘星海精
神’”。会后，由广州市文联将提交研讨会的37篇文章编成文集《论星海》（广州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将我那个总结发言作为此文集的“跋”言收入于书末。 

  自10年前的“冼星海音乐作品研讨会”后，我一直感到自己提交给那次研讨会的文稿及总结发言，尚有许
多言犹未尽的感想。特别是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为什么能世代留芳，为什么他那流传久远、悠扬动听
的旋律一直萦绕在人们耳畔，难以忘怀？为什么伟大的“星海精神”能给后来者以怎样的鼓舞?在他诞辰100周
年之际，人们为什么念念不忘，肃然起敬，再次纪念这位我国民族和时代的音乐巨人?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深深
思考。 

  “星海精神”表现在各方面，不仅体现在他的音乐作品的民族性、时代性、思想性、艺术独创性上，也体
现在他音乐创作的大众化、群众化及美学价值，以及他对中国新兴音乐教育的认识中。 

  民族性是星海作品的显著标志 

  音乐的民族性是一个国家音乐艺术的标志之一。我国各个历史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杰出音乐家，都
善于运用本民族独特的音乐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音乐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但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与完全根植于本民族音乐土壤的传统音乐家有所不同。因为，他既有着较深厚



的传统音乐功力，又长期致力于西洋音乐的学习及其技巧的娴熟运用。他是在对西方音乐广泛的选择和严格的
审视之后，再把外国音乐中一切优秀的东西撷取过来，融合在本土音乐之中。他是在中西音乐的有机结合中，
创作出富有我国民族性的音乐作品。 

  冼星海15岁前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及预科读书。酷爱音乐的他，积极参加学校乐队的各种活动，演奏小提
琴、单簧管，还担任过乐队指挥。1926年到北京，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选习小提琴。1928年夏到上海，入国立
音乐院学习小提琴，1929年至1935年，赴法国巴黎学习音乐，先后师从P·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师从P·迪
卡斯等学习理论作曲，并于1935年春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迪卡斯的高级作曲班学作曲。在法国的七年间，他
系统地学习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巧，具有了全面的西洋音乐知识修养。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面对民族危机目趋严重的形势，他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的洪流中。他虽
然具有全面的西洋音乐创作手法，但他的创作并未“全盘西化”，也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长黑头发的“西洋音
乐作曲家”。他受时代风云的感染，潜心学习民族音乐语言，写出了许多富于民族风格的抗日救亡歌曲。特别
是1938年11月到延安后，他一面深入研究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一面以更大的热情投身音乐创作。他借鉴西洋
声乐体裁“康塔塔”（cantata）形式，融入我国民族音乐旋律之中，写出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
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盟》等大型声乐套曲，获得了很大成功。他1940年5月赴苏联，艰苦的战
时生活使他疾病缠身。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他继续运用西洋交响音乐形式、手法，完成了自1935年即开始创
作的《民族解放交响曲》，并先后写出了《神圣之战交响曲》、《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管弦乐作品。 

  这一时期，冼星海创作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他深入研究中西音乐之长的成果。他不仅全身心投入
抗战题材的音乐作品写作，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坚持音乐民族性的观点。他于1939年4月29日写于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指出：“创作者可利用欧洲曲体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但
要有新的和声，旋律性与调性方面是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达到这一点，就要以我国民歌小调、旧剧、
大鼓及中国乐器的研究做基础。”① 

———————— 

  ①《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冼星海全集第1卷》4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星海自1935年秋天从法国回国后的三年间，一直为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奔波于沪宁、陇海铁路沿线的
一些城市，创作了《保卫芦沟桥》、《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又深入到学校、农村、
工厂、部队中去辅导群众歌咏，组织起近百个歌咏队。 

  1938年11月到延安后，他的生活才相对稳定下来。在他1940年5月赴苏联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比较安
定的陕北窑洞里，他除了夜以继日地创作《黄河大合唱》等音乐作品外，又满腔热情地从事民族音乐研究，探
讨着中西音乐的结合途径。在“鲁艺”的短短一年多教学生活中，他撰写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
歌研究》、《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等十几篇文章，充分地阐明了他
对音乐民族性的认识。他认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可取的地方很多……我个人是主张以内容决定形式，拿
现代进步的音乐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使音乐的内容能反映现实，反映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①星海从
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西洋音乐，成年后又到巴黎攻读西洋作曲理论，可以说是一位精通西洋音乐的专家，但他并
没有简单地照搬袭用西方音乐技巧进行创作，而是力求借鉴“世界各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与中国本土音乐的传
统形式相结合，写出具有中国民族性的作品。他主张：“研究世界各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是必要的，研究他们音
乐史的变迁和乐派的发展，民族音乐的发达 

  ①《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冼星海全集》第1卷12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
版 

  等等，尤其是他们的乐理及前进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发扬本国的民族形式。”①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
的音乐创作应重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表现，他说：“我们研究民歌就正是为了要去更真实更生动反映
大众的生活、习惯、语言，通过民歌去了解民众，以借作新歌曲的参考，并且吸收民歌的优良艺术来创造更丰
富的、伟大的、最民族性，同时也是最国际性的歌曲和器乐曲”。②星海这里说的创作“最民族性，同时也是
最国际性的歌曲和器乐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音乐作品要融合中西，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感。他的许多音乐
作品都成功地借鉴了西洋音乐来为创造中国音乐民族形式服务，实践着他的这些主张。 

—————— 

  ①《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冼星海全集》第1卷8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②《冼星海全集》第1卷2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从冼星海对音乐民族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实践是与民族性的理论研究紧密相结合的，并非盲目
之举。他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观点，又充分运用到创作中，指导自己的实践。他重视“接受外来
的进步技巧”和“研究世界各国音乐”，更努力从传统音乐中吸取养料。因而，他的作品中贯穿中西音乐之精
髓，在中西音乐的碰撞中，闪耀着无穷无尽的民族乐思火花。 



 

  星海的作品是“时代性艺术” 

  星海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星海音乐创作的旺盛时期正好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1935年至1945年间。1935年秋，他从留学七年的巴黎学成返回中国时，正值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
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马不停蹄地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是时代风云激发了星海音乐创作的灵感。回国不久，1936年他便创作了救亡歌曲《战歌》、《救国进行
曲》、《流民三千万》；为影片《夜半歌声》作曲并谱写了插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为
影片《壮志凌云》作曲并谱写了插曲《拉犁歌》，为影片《青年进行曲》作曲并谱写插曲《青年进行曲》、
《追悼歌》，等等。这一年他还创作了广为流传的著名救亡歌曲《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斗争热潮，星海以真挚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富于浓郁战斗生活
气息的《保卫芦沟桥》、《冲锋歌》、《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送棉衣》、
《江南三月》、《打倒汪精卫》、《三八妇女歌》等，全国各地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
还积极参加上海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赴河南、武汉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文艺宣传。所到之处，他不仅创作抗日
音乐作品，组织救亡歌咏活动，还撰写文章，鼓吹抗日音乐的意义。他在1937年11月19日的《救亡歌咏在洛
阳》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在现今的处境，正是一个谋解放的挣扎时期。救亡歌曲正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
代性艺术，是负有建设大众国防的责任的，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大；换言之，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
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 。”他在此文中明确提出，抗日音乐是“时代性艺术”，并称之为是中
华民族的“国魂”。可见他的音乐思维触角总能探向时代的精神深处，紧紧追寻着时代的特点。 

  这10年间，他创作的作品甚丰，计有歌曲192首（含齐唱、重唱、合唱、独唱）、大合唱4部、声乐套曲l
部、歌舞活报剧1部、歌剧2部、小提琴与钢琴曲1首，钢琴曲1首、组曲4部、交响诗1部、管弦乐2部、交响曲2
部①。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时代“主旋律”作品。因为，星海的音乐创作始终坚持“时代性”的准绳和要
求。他“认定救亡歌咏运动的广泛和国际性，可以使今日的中国觉悟到他所处的地位和应该保持的战斗决心，
表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的抬头!不愿做奴隶人们的气焰!”②虽然他青少年时代长期浸泡在西洋音乐的海洋中，
是吮吸西洋音乐乳汁成长起来的，但他在民族救亡的感召下，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为人生而艺术，为
人民而艺术。他说：“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的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③星
海始终明确地、坚定地秉承音乐为“民族解放”而歌唱的艺术观，继承传统音乐的构筑，追求时代感，体现时
代精神，创作出了许多既能藏之名山，又能传诸后世的音乐经典。他能享有中国现代乐坛主将之誉，受到人们
的敬仰和缅怀，实在是实质名归，当之无愧。 

———————— 

  ①笔者按：星海的作品数字是根据《冼星海全集》（1— 12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统计
的。其中尚有一首小提琴与钢琴曲《D小调奏鸣曲》系写于巴黎，故本文未计入。歌曲的独唱曲中有20首是选
自古诗词，故本文谓之“绝大多数都是时代‘主旋律’作品”，其实，这些古诗词歌曲均是借古喻今之作。 

  ②《最近中国救亡歌咏运动的展望》／《冼星海全集》第l卷2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③《大家唱第二集序》／《冼星海全集》第l卷2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来源：省音协  作者：冯光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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